
脱域机制与明清徽商社会伦理思想的演变

2018/2 江苏社会科学· ·

传统徽商伦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以及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

背景下出现的。徽州商人或商帮在经营过程中为了处理经济关系而形成了基本伦理理念、关系和经

商、为商之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也包括相应的道德伦理关系、活动之形式、载体。它与商业伦理、社

会伦理以及其他商帮伦理相比，具有自己显著的特色。与此同时，商帮经营伦理中也有由经验性管理

伦理到制度性管理伦理的演变、从礼德之治走向与法制的结合、从伦理管理走向与契约管理结合的可

贵尝试和探索，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中前所未见的“现代因素”。鉴于中国社会亟待发展一个

独立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传统徽商伦理依靠吉登斯所说的“脱域机制”带来的这些“现代元素”就

显得弥足珍贵，脱域机制在伦理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其现代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和弘扬。

一、明清徽商社会的脱域机制

所谓“脱域”（dis-embedding）是吉登斯解释现代性社会生成过程的一个核心概念。构成脱域的政

治、经济、伦理等相关系统要素内含着现代性向现代化转换的机制。吉登斯多次解释过脱域的概念，

他说：“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正日益加剧，这

就是我所说的脱域，即从生活形式中抽出，通过时空重组，并重构其原来的情境。”[1]他又说，“脱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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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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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

‘脱离出来’。”[1]

吉登斯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脱域机制，其一为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其二为专家系统(ex⁃
perts systems)，二者统称为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s)。这些机制都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

之中。象征标志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如货币、权力、语言。专家系统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

体系。在专家系统中，“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这种知识的效度独立于利用他们的具

体从业者和当事人。”[2]

明清徽商社会在时间点上并不能比附于吉登斯所言的整个现代性社会。事实上，在吉登斯那里，

现代性在时间段上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何为现代性，……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

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

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

不露。”[3]但明清徽商社会显然出现很多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结在吉登斯的两种抽象

系统里。然而，由于文化不同，在特定社会内的脱域机制应该也不同。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尤其对于

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而言，在传承、传递、储存、创新的过程中，一定有其特殊性。这是格尔茨一贯的文

化解释原则。因此，一方面，作为脱域的解释系统应用于徽商社会时，必须“扎根于文化的集体资源中”[4]；

另一方面，虽然吉登斯优先论证了社会关系中最显性最直接的脱域符号“货币”。但是，他并非没有重

视社会关系中隐性的溶于传统中的道德心理因素，事实上他更加重视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之上

凝结的另一种脱域象征符号“信任”的价值与意义。问题是，明清徽商社会并未彻底脱离中国传统社

会。伴随着商业与信贷活动的脱域符号，从显性的货币或货币的转化形式“当票”来说，最终不足以影

响到徽商社会之外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不足以体现扩展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扩展；从隐性

的社会文化心理来说，因为没有法律和国家意志的跟进[5]，道德心理的脱域符号就不是建立在信赖（那

些个人并不知晓的）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良好动机）的信赖之上[6]。

二、明清徽商社会脱域机制的抽象系统

与前现代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小生产方式占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不同，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

以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和大工业生产为主，充斥各种风险的城市生活取代昔日安稳的乡村生活[7]。明清

时期徽商社会虽然还不能算作现代社会，但从“专家系统”来说，明清徽商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阶

段的社会并无区别。明清徽商社会的系统知识除宗族文化知识、程朱理学知识、地理交通知识、货殖

航运知识等外，还涉及到为商业服务的商业数学、自我保健、天气预测等知识。以商业数学为例，在徽

州，“命之贾，则先筹算”[8]。“筹算”既是商人日常必备的基本技能，又是商人进行商业预测的重要手

段。所以汪道昆说：“休、歙右贾左儒，直以九章当六籍”[9]。这些系统知识伴随着徽商在任何地域的商

业活动，通过跨越或者延展时-空来提供预期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家系统提供给徽商社会商

[1][3][6]〔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第1页，第30页。

[2]〔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

[4]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Basic Books, 1983, p.215.
[5]韦伯说：“中国的世袭制既不能指望它不太能驯服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利益的出现，也不能指望一个独立的法律家

等级出现。”（〔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00页。）

[7]参见孙凤兰、邢冬梅：《现代性中信任问题论衡》，〔哈尔滨〕《北方论丛》2016年第5期。

[8]程春宇编：《士商类要》卷2《买卖机关》，明天启六年（1626）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9]汪道昆：《太函集》卷77，〔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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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明清徽商社会在现代性生成之中，诚信的价值倾向性并非仅仅是儒家伦理精神的，这一点

在以往的徽州学论者中是一个盲点，大多数论者把徽商的诚信等同于儒家的诚信。事实上，诚信作为

社会交往的道德规约，其价值关怀并非是一元的[]。

徽商社会作为“脱域”符号的诚信原则，从价值角度还有一点表现是侠义相济。这一点汪道昆就

有记述：商人汪通保，字处全，客上海，讲信好义，解纷排难，慷慨有国士风。“居常负意气，喜与诸侠少

游，徇然诺。乃若涉世而不汙，多财而好行其德，此真处士事也。视彼郭、剧豪举，且臣虏之矣，何侠

邪？”[2]徽商富而好德，古道热肠，与历史上豪侠郭解、剧孟相比毫不逊色。司马迁曾在《史记·游侠列

传》里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

亡死生矣。”显然司马迁并不认为侠士符合儒家道德，他们追求的终极价值并不与儒士相同，但是侠士也

非常讲诚信，甚至不惜为朋友牺牲生命。明清徽商社会的现代性萌芽，必然建立在人们道德心理层面潜

移默化而生的新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传统伦理思想的变革基础之上。

诚信在实践层面是“以诚相待”和“以信接物”。商人形象自古不佳，直至朱元璋还在抑商掖农。

原因在于商人多半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徽商认识到，在市场中必须“贾而好儒”，商人只有以诚相待，

才能赢得回头客。如婺源商人朱文炽，为人憨厚刚直，在珠江经营茶叶，每当新茶过期，都在与人交易

的文契上敲上“陈茶”二字，以示不欺。即便亏损也“卒无怨悔”[3]。歙商“惟以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

御物，物终不亲。”他们把“诚”付诸实际行动中，故“其经商也，湖海仰德”[4]。所谓“以信接物”，就是商人

重视信誉，货真价实，公平交易，童叟无欺。歙商吴南坡重视商业信誉，他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

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5]他出售的“南坡”布，货真价实。“四方争趣坡公。每入市，视封识为坡公

氏字，辄持去，不视精恶长短。”[6]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在自己开办的“胡庆余堂”大药店中，一直挂一块

“戒欺”牌匾。

讨论“诚信”在徽商社会现代性生成中的脱域问题，因为有一个起点，就是商业与市场已经改变了

人们社会关系的交往属性，商人需要跟陌生人打交道，但在打交道过程中，由于传统和国情的原因或

者说是商业关系不健全不彻底的原因，信任关系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诚信作为一种符号，既能用足

宗族传统的资源，体现跨时空的抽象与认同，又能迅速打消陌生人的疏离，使得“脱域”机制得以在时

空重组中呈现。

三、明清徽商社会伦理思想的演变

从南宋到明代前期，学者奉朱子之学为圭臬，形成了徽州朱学一统时期。朱子学说的核心是儒家

伦理纲常，徽州族规和祖训其实就是朱熹及新安理学家们的伦理思想的具体体现。有些祠规开宗明

义就是：“训忠”“训孝”“表节”“重义”。许多宗谱除了为臣要忠、邻里要睦等规定以外，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亲疏关系、上下尊卑关系等的规定。例如，黟县环山余氏宗族《余

氏家规》共计43条，其中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嫡庶关系、妯娌关系等封建伦理道德的规定，

即占 11 条[7]。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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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1]他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由“欲”推动，“凡事为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

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2]无欲就是不作为，想作为就必有欲。

二是明清徽商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现一定的包容性。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Sittlichkeit”英

国人翻译成 Ethical life，这太简单，它实际上表达的是国家、社会、家庭的公序良俗及其精神。明清徽

商社会在后两个层面虽然基本上还是体现出儒家伦理精神，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伦理精神也在生

成、变化当中，比如王阳明的儒学旨趣已经与朱熹大相径庭。徽州人为求生存，求发展，对于宗教和道

德不仅仅是被动接受，也有主动追寻。儒侠互济、儒道互补、以释解儒都时而兴之。汪道昆用“儒侠”

来称呼商人方景真，说他“解纷排难，无论亲疏。概诸中庸，不越乎规矩准绳之外。此之为侠，春秋所

难。”[3]称徽商为侠，不仅仅因为他们豪爽助人，还因为他们行走江湖、白手起家的传奇经历，因为他们

吐故纳新，兼收并蓄，对自由、自主生活和人生乐趣的追求与侠接近。徽州人杰地灵，“山禽拂席起，溪

水入庭流”（奚贾：《谒李尊师》），“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李白：《清溪行》）。黄山之秀美，浮屠染

指；齐云之瑰丽，洞天福地。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儒道互渗，儒道互补，自然也在情理当中。

伦理思想的演变起因于伦理关系的变化，而伦理关系的变化又是因生产方式变化引起的生活多

样化。明清以来，“徽商的民间信仰也是多元的，由血缘神灵、地缘神灵和业缘神灵三个层面构成，它

们对徽商精神的形成也会起着一定的作用。”[4]余英时引黄宗羲《林三教传》云：“近日程云章倡教吴、彰

之间，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参两篇言儒……修饰兆恩之余术，而抹杀兆恩，自出头地。”[5]程云

章是徽州典当商人，落籍于吴，他领导的三教合一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反映徽商社会伦理包容性

的现实状况。

〔责任编辑：洪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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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embedding Mechanism and the Evolvement of Huizhou
Merchants’Ethic Though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u Rong
Abstract: Dis-embedding is a core concept that Anthony Giddens advanced for interpreting the society

of modernity.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ocial institutions, dis-embedding comes into play via symbolic
marks and expert systems. Silver dollars and pawn tickets are the symbols of a social economic system relat⁃
ed to Huizhou mercha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far as their cultural system is concern� that Anthony Gid� Huizhou merchants in the Ming


